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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来临，推动在生产实践新需求与科学技术新动力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知识生产模式随之由Mode1向Mode2转变并进一步向Mode3演化。“新农科”建设以农科学科知识产生情境、目的、方式的迭代新深为其根本转向，本质在于推动传统农科知识生产的转型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遵循知识生产模式演进逻辑，结合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新农科”建设紧密耦合特征，剖析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下“新农科”建设蕴含的逻辑理路，运用概念格理论厘清“新农科”建设目标层级，并从学科情境、知识形态、组织形态阐释“新农科”建设应然意蕴，着眼于谋划“新农科”何以可能基础上，相应地提出“新农科”建设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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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dvent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from "factor-driven" and "efficiency-driven" to "innovation-driven" under the new needs of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the new impetu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has changed from Mode 1 to Mode 2 and further evolved to Mode 3.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takes the iterative new depth of the situation, purpose and method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knowledge generation as its fundamental turn, and the essence i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ci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clos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gical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clarifies the target leve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by using the concept grid theory, and explains the due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from the disciplinary context, knowledge form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focuses on the possibility of planning the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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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浪潮下，市场对新科技、新技术的敏锐洞察和高度需求，驱动科研与教育方式进一步转型[1]，“四新”建设应运而生。其中，“新农科”的建设，是以解决农业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为其应循之道[2]，以学科知识产生情境、目的、方式的迭代新深为其根本转向。“新农科”改革不仅是基于学科知识自我迭新的内生需求，亦是应对外部环境发展变化的现实需要。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催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如何有效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挑战。“新农科”改革既是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背景下高等农林教育的主动应对，也是新经济时代知识学科体系自我革新与升级的重要一环，对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农业转型发展以及国家战略需求具有重大意义。
面向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应对国际多元化形势、实现国家战略化目标的外部环境需求，依托农科学科知识生产与演进规律的内部核心支撑，谋求农业发展占据“先发优势”，从知识生产模式理论视角对“新农科”进行深入解构与前瞻性建构，厘清知识生产模式从Ⅰ向Ⅲ发展趋势下“新农科”建设的逻辑脉络，探明新时代背景下“新农科”知识生产实际情境、目标内核、主体定位及其发展实践进路，形成知识生产模式下3.0“新农科”教育新共识，以期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推动农业实现超前发展，为乡村振兴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贡献“新农科”力量。
1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催生新农科建设的新际遇
1.1 知识生产模式历史演进
运用知识生产模式理论探求“新农科”建设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向，需先厘清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阶段性及发展特征。知识生产模式，即知识被生产和创造出来的方式，当前关于其演进阶段主要分为模式Ⅰ至Ⅲ（以下全文简称为Mode 1-3）三种。对于知识生产模式（即：Mode 1-3）的进化可以理解为知识创造方式随着社会变迁而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亦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力量的直观体现，关键动力来自于不同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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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知识生产模式Ⅰ-Ⅲ演变图谱
Mode 1：学科知识生产主要是在认知情境中，在某一学科内以个体为主进行，学科间协同创新不足[3]，造成Mode 1背景下区域高校内学科建设缺乏必要的合作，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互动少。随着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发展，在科学信息技术影响下，这种单打独斗式的知识生产方式不再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
Mode 2：20世纪下半叶，第三次科技革命及其所带来的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的传播，知识生产Mode 2的观点开始被传播，其主要是在应用环境下，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并强调研究结果的社会导向作用。因此Mode 2背景下大学在致力于构筑自身的学术领域基础上，专注于进行跨领域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强调研究主体的类别多样性，致力于打造一个包含多种学科的研究环境[4]。
Mode3：随着科技与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新的知识创新思想逐渐被提及，Mode3在Mode1和Mode2的基础逻辑上演变而来，以“知识集群”(knowledge clusters)、“创新网络”（innovation network）、“分形研究、教育、创新生态系统”（Fractal Research，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FREIE）[5]为核心组织模式。逻辑运行机理为四重螺旋创新生态情境中，叠合辐合组织机构下，利用“共同专属化”(co-specialization)“共同演进”（co-evolution）和“竞合”（co-opetition）进行知识生产。
总结知识生产Mode1-3的嬗变，呈现以下特征：目标轨迹上，遵循从“创新本学科理论体系创建新的分支学科”到“创新本学科理论体系创建新兴交叉学科”再到“知识全面整合和再创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演变过程；知识传播范围上，从注重“学科内部交流”到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流”再到“不同学科之间、不同组织之间、不同个体之间的广泛交流；遵循的研究范式中，从“严格遵循学科范式”到“借鉴或融合多个学科范式”再到“没有统一标准的分形范式”；从发展侧重点来看，从“强调学院研究”到“注重知识应用”再到“注重知识创新”；从发展向度面来看，从“单向纵深发展”到“单向纵深与横向跨度结合”再到“集群、生态”演变。
表1知识生产模式Ⅰ-Ⅲ特征比较
	维度
	Mode1
	Mode2
	Mode3

	时间
	约17-18世纪
	20世纪90年代
	2003年

	动力机制
模型
	单/双重螺旋
	三重螺旋
	四重螺旋

	关系网
	大学/大学-科研院所
	大学-产业-政府
	学术界-产业-政府-公民社会

	学科特征
	传统学科
	跨学科
	超学科

	生产目的
	学科兴趣
	实践与应用
	社会公共利益



1.2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新农科建设时代际遇
三种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所呈现的规律与“新农科”改革所体现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实耦合性。基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视角，将农学学科发展置于知识生产模式理论的演进情境中，剖析“新农科”建设的时代际遇，显而易见的，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转型，具有独特学科属性的农学学科所形成的知识部落和知识边界由原先的泾渭分明逐步走向融合发展，甚至呈现走出学科实体，出现学科与先进技术乃至与社会部门之间跨维渗透的发展趋势。正如“象牙塔”式的知识生产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安吉共识—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的颁布[6]，推动传统农科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即“新农科”的诞生根植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是新型知识生产方式的体现，其背后遵循知识生产演进的逻辑。
第一，从问题设置情境看，“新农科”面向新农业产业的现实急需和未来发展，符合知识生产模式问题情境由学科情境转向应用适应性情境；第二，从依赖手段看，“新农科”需要通过新兴技术如互联网+、人工智能、设计+等来实现建设目标，这与依赖技术创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相呼应；第三，从学科范围看，“新农科”强调跨不同学科专业间的交叉复合，以及农科学科向实践应用的延伸，强调不同行业、领域及学科间的创新融合发展，这与Mode 2跨学科发展及Mode 3超学科性发展倾向一致；第四，从参与主体看，“新农科”建设强调新型多利益主体的协同育人，这与Mode 3的四重螺旋动力机制（学术界一政府—产业一社会公众）形成现实耦合；第五，从服务面向看，“新农科”强调满足新经济的现实急需和未来发展，强调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战略需求，这与Mode 1-3逐步更加强调公共利益、社会责任乃至全球性问题[7]转变形成现实耦合；第六，从实现目标看，“新农科”的建设目标是改造和升级农科学科，并加快布局新型农科专业，占据未来创新发展的制高点，引领新经济的未来发展，这与知识生产模式Ⅲ强调建立社会公共利益下的创新生态平衡形成现实耦合。
2 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农科建设逻辑向度
在厘清知识生产模式发展基础上，结合新农科建设的时代际遇，对新农科建设所蕴含的逻辑向度梳理归纳。基于知识生产模式与新农科建设的紧密耦合特性，从目标内涵、适应情境、知识形态、组织形态等层面揭示“新农科”建设应然蕴意及发展逻辑理路。
2.1 目标内涵：从单一化到复合性偏好
不同阶段的知识生产核心目标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进步而迭新，但正如知识生产Mode 3在Mode 1和Mode 2逻辑基础上演绎而来，“新农科”改革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农科发展目标，而是对前者知识生产目标的丰富与延伸，从而在目标更深基础上带动学科布局的调整优化，在此引入概念格（Galois格）理论厘清“新农科”之于传统农科学科知识生产的新生目标内涵。概念格理论作为形式概念分析的数据结构，通过明晰概念间的层次结构[8]，可视化展现农科学科不同发展阶段复杂的目标内涵及其层级体系，形象地表征农科学科目标内涵的演进。在3种知识生产模式视角下，传统农科-新农科知识生产目标重力变化演绎为学科兴趣—实践应用—社会公共利益。将学科兴趣（A1）、实践应用（A2）、社会公共利益（A3）三个不同阶段的农科学科知识生产目标重心视为3个同等重要的概念目标并进行组合，记为A={(A1)，(A2)，(A3)｝；接着两两组合形成新的三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概念，记为B={(A1,A2),(A1,A3)),(A2,A3)}；三个目标组合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记为C={(A1,A2,A3)}。从层次来看A中的概念内核小于B，B中的概念内核小于C，即(A1)=(A2)=(A3)≤(A1,A2)=(A1,A3)=(A2,A3)≤(A1,A2,A3)。如下用HASSE图来表达此些目标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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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目标概念HASSE图
图2中，农科学科知识生产的目标概念分为四个不同层次序,底层空括号()表示不具有任何目标的性质,即完全不受约，自由发展；第3层表示具的某一种性质的目标概念；第2层表示具有两种性质的目标概念;顶层表示具有全部3种性质的完全目标概念。目标内涵的涵盖包含程度由下到上逐渐增加形成了一个层次序。利用序原理来证明这个层次序形成一个完全概念格，其中，三个层次序对应关系为A<B<C，即顶层的目标集反映出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农科学科发展目标内涵日益成熟。但由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学科知识生产目标存在着主次矛盾,新农科发展要真正实现Mode 3模式下各类丰富目标的延伸与均衡,达到社会效益与学科自身之间的统一，需避免过分注重知识本身而忽略动态环境变化。将学科自身发展、社会实践应用和服务公共利益视为新农科发展目标的不同子目标，这些子目标系统就是学科知识生产的目标概念格，新生产力发展背景下，三种目标系统如何分配，即学科兴趣、实践应用与公共利益之间各占多少比例权重取决于不同知识生产主体与部门的偏好选择，而各主体的选择偏好受制于切身利益以及国家宏观政策的靶向，若各个主体具备明确的偏好选择，就意味着确定了新农科建设所要实现的各个目标，此后，高校及社会部门根据国家政策与战略部署,在目标实施过程中进行监控，已检验根据目标而运行的行动是否偏离目标核心。
2.2 适应情境：从常规化到复杂性生境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凸显其外在知识情境的变化，即不仅仅涉及知识的升级，还涵盖外部环境的发展[9]。“新农科”建设的提出不仅基于学科知识生产目标的“内改变”，也是对周围环境的“外适应”，即在适应外部情境变化基础上、把握社会需求规律中，进行“新农科”的外在布局，这要求农科需由较传统封闭升级为更具开放性、包容性的创新系统。农科学科演进展现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政治环境，也客观揭示其发展的诸多偶然性和必然性，“新农科”知识生产逐步更加强调学科知识体系对弥散于社会相对领域问题的解决，可以发现，新知识生产模式视角下新农科的适应情境具有多重维度和复杂性，主要包含为“知识分型创新环境”（FREIE）、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国际背景、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农业领域自身发展的复杂情境。
首先，新农科适应于“知识分型创新环境”（FREIE），Mode 3中“知识分型创新环境”是一个多元化的知识生态系统，在此环境中，新农科知识生产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过程，而是形成了与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密切互动的协同网络，其通过对多学科、领域的知识重新组合、整合，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从而在超新学科自身基础上，利用不同域的知识资源，最终形成知识生产、扩散和使用的复合系统。其次，新农科适应于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发展情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农业生产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机遇。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不仅为新农科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获取和交流平台，推动农科与农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还通过引入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农业生产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推动其更好的适应国际形势变化。此外，新农科适应于国家对农业领域的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境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发展被赋予新的要求，新农科要践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使命以及为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的发展情境需求。
2.3 知识形态：从内守化到融合性创新
随着知识生产目标与情境的演进，超学科逻辑跳出学术围墙，站在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高度，构建集多边主体于一体的导向性清晰、异质性发达、聚合性强烈和开放性明显的复杂知识创新生态系统[10]，具有自组织性、动态适应性和系统开放性[11]特征知识联盟构筑的“知识集群”(knowledge clusters)随即涌现。超学科发展逻辑下，新农科知识不仅要同时满足相互依赖的利益主体的需求，还需具有跨越不同地域和部门界限，穿越多层知识谱系的超时空特性[12]。体现其跨界整合性、创新性、网络集群性的特征。
首先，“新农科”面对新经济、跨领域、跨行业发展，其知识的跨界整合性深刻影响“新农科”知识谱系。新农科要求专业设置具备跨学科性和多科学性，要求传统单一的农学知识体系突破固有知识边界。其不仅涉及多学科融合，还引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形成了超学科发展的特征。其次，新农科知识具有创新性特征。Mode 3强调以“创意经济(creativity economy)”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对应地，新农科的知识体系及产生方式对创新和创意的吸纳能力亦有所拓展，不仅将知识形态创新与技术形态创新融为一体，更注重在农业实践中通过引入创新技术及学科生产管理模式。这种创新性使得新农科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再次，新农科知识生产网络集群性更强，除跨学科的知识糅合，新农科建设更强调不同主体的相互协作，注重通过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等方式在不同领域和区域之间传播共享，共同推进新农科成为为农所需的、服务农业新业态的新型学科。此外，新农科具有向“学术企业”迈进的发展趋势。Mode 3视角下，“学术企业”（academic firm）成为未来发展的逻辑向度，即支持经济与大学之间互动；支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三者平衡[13]，以企业为基础，将学术研究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强调知识导向、知识驱动。新农科研究已颇具“学术企业”发展雏形，如其倡导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即是在与企业等合作基础上，遵循与知识生产相平衡的“可持续发展”逻辑[14]，通过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新农科知识的应用和实践。
2.4 组织形态：从规训化到开放性集群
“新农科”是面向现实急需和未来需要的、具备一定超前性和前瞻性的、据新经济形态和新发展需求兴起的新型农科。Mode 1-3的演进，随着动力机制主体不断增加，知识生产主体不再桎梏于大学，“新农科”组织形态随之发生变化。Mode3将“第四螺旋”增添置Mode2三重螺旋创新图景中，学者Carayannis和Campbell指出“第四螺旋”为“基于媒体和文化的公众”（media-based and culture-based public）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即“围绕共同利益、目的和价值观构成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15]。围绕知识生产主体变迁，对“新农科”知识生产组织形态及其特征提出更加广域的理解。
第一，“公众”和“公民社会”与知识生产应用高度相关，理应成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行为元素[16]。一方面，“新农科”的发展需借助作为公民社会代表的“第四螺旋”，达成新农科知识生产、扩散和使用于复合一体系统中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代表更广泛社会需求的“第四螺旋”，对“新农科”建设提供社会参与和支持，推动农科与社会需求更好地对接；通过与农民、农业企业和相关行业的沟通与合作，获取社会发展对农业科技的实际需求，调整和优化“新农科”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使其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新农科”具有“多层次”（multi-level）、“多节点”（multi-nodal）、“多形态”（multi-modal）的组织结构特征。Mode3在勾添“第四螺旋”创新主体基础上，继承了Mode2中“大学-产业-政府”（UIG）的关系网[17]，新农科知识生产亦展现“农林高校-政府部门-农业产业-涵盖新型农民等公民社会”主体互动创新的协同关系，即学科建设结构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单维线性，而是涵盖多层、多节以及多种形态的多维网状。此四重螺旋赋予了原有三螺旋以公民社会这一赖以生存的适应性情境，从而创新了新农科知识生态系统谱系[18]。这种多维网状的组织结构有助于促进各利益主体、领域间的跨界融合。
第三，“新农科”体现组织主体间“竞合”的非线性协同特征。新农科知识创新谱系表达的是一种“竞合”机制，它强调主体网络虽源于合作协同，但存在内在固有的竞争特性，反映的是竞争与合作的特殊平衡，即知识生产模式视角下“新农科”创新组织主体间不再是简单的竞争或合作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竞合共存的非线性协同状态。这种协同性有助于促进不同主体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对应地，新农科建设主体应表现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总之，“竞合”既体现了各主体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和独特优势，也反映了他们在新农科建设中的积极态度和开放精神，从而不断拓宽新农科知识生产的边界和视野。
3 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新农科建设的实践进路
3.1 推动多主体合作，聚合新农科创新研究网络
Mode 3背景下，空间集群和部门集群构筑知识创新的网络主体，新农科建设需根据自身学科规律以及知识生产模式演进趋势突破传统的学科组织模式，以多主体合作聚合农科创新，开拓更加灵活宽泛的研究网络：
3.1.1 打破单维度、传统型的“新农科”知识生产部门集群。随着知识的溢出，大学服务社会通道不断扩张，社会服务功能属性日益突显。新农科建设需重视不同主体部门、社会要素协同整合的知识创新增值效应，形成Mode 3中多重螺旋多元利益的协同创新网络大势所趋。聚焦新农科建设部门集群，高校需积极对接社会需求，对“新农科”知识资源协调整合，调整专业门类，扩充“新农科”知识容量；产业积极进行院校合作，加快农科成果转化，促进“新农科”面向经济社会需求，锐意创新；政府发挥统筹能力，政策引导鼓励“新农科”多、跨、超学科发展，设立“新农科”专项基金扶持，释放新农科建设内生活力；公众通过参与研发、实践聚类等方式积极投身“新农科”建设。
3.1.2 构建互补性、创新型的“新农科”知识生产空间集群。科学技术的创新，使知识生产与实践不再局限于传统面对面的实体环境。随着教育部等对线上线下教育融通的推动以及对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规范，混合教育模式逐渐被大学教育所认可。聚焦新农科建设空间集群，需利用好新科技平台，如慕课、腾讯会议等，打破知识研究与学术交流的时空限制，形成虚实结合、线上线下一体的知识空间网络。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先进技术，为学生创建高度仿真的农业实践环境，通过模拟场景进行实践操作，加强学生对农业知识及其生产的直观认识和技能掌握。在通过信息技术工具用好虚拟与实体设施基础上，带动新农科多角度、多方法研究，实现研究范式的互补。
3.1.3 遵循竞合、共同演进的“新农科”知识生产创新逻辑。新农科知识生产利益共同体的形成，需明确多合作主体间的组织关系势态，认识到在新农科建设中，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完成复杂的知识生产任务，需建立“竞合”的合作观念。建立正确的竞合观念，需通过构建多主体合作机制，包括建立高校与各部门主体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协作平台，确保彼此间的信息畅通和协同高效；通过制定合作规则和协议，明确各主体的职责和权益，保障合作顺利进行，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方式，实现多重主体间知识、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共享和优化配置，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从而在遵循竞合、共同演进的合作关系基础上，实现新农科创新研究网络的有效聚合。
3.2 引入新科技元素，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
“新农科”建设核心在于新农林知识体系要符合时代发展的科学规律[9]。当前，新质生产力成为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新背景下的关键词，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是通过运用新农科知识生产所获得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要素，推动现有生产力转型升级。宏观上将新质生产力概括为新科技、新能源和新产业及其融合发展，新农科知识生产需依托新科技布局谋划当前及未来农业新业态，以新科技元素支撑并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2.1 “新农科”知识生产基础研究环节融合多型多样新科技元素。随着劳动对象逐步从传统有形物质对象延伸至信息、数据等虚拟劳动对象，新农科知识生产亦需引入新科技元素支撑应对这一社会发展的转化。对此，新农科改革要注重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生物技术等新科技元素衍生的新型学科多维度、多节点聚合地融入新农科知识生产环节，实现新型信息专业学科与农业学科知识的深度融合。从而通过掌握新质生产工具，纵深推进农科学科与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实现农科学科发展与“硬科技”的结合，搭建农科学科全新的复合知识体系。
3.2.2 “新农科”知识生产应用研究环节注入先进精良新科学技术。通过新农科知识生产服务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需将当代农业知识的应用实践与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在实践研究中，通过推广智能化农业设备，利用物联网、传感器、机器视觉等技术，实现农作物的精准监测、管理和自动控制、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通过信息化技术、智能化设备进田野，升级改造高科技农业系统生产力，实现知识灵活运用，创新现代农业形态，实现新农科发展继传统农业、机械化农业、信息化农业之后更高层次的农业产业的建设目标。
3.2.3“新农科”知识生产建设过程持续强化新科技人才的培养选拔。新农科通过知识生产、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从而探索新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以服务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这一系列新知识新技术需要科技人才的参与来实现，新农科知识生产离不开高素质人才支撑。因此，必需重视新农科人才培养工作，持续强化新科技人才的培养选拔，通过加强相关专业建设和改革，完善课程体系、培育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拔尖人才。通过加强师资队伍科技素养建设，引进具有新科技元素背景和农业领域专业知识的高阶优秀人才，为新农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3.3 组织超学科知识生产，精准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发展背景下，新农科需要以现实主义态度回应时代需求。Mode3所融入的“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科学范式，以复杂实际问题为研究支点，强调以问题域引导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知识的网状聚合[19]。结合HallKL,VogelAL提出超学科的四阶段:问题发起（Development）—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开展研究(Implementation)—转化(Translation)[20]，提出实现新农科的超学科发展需：
3.3.1 深化“新农科”超学科发展认识教育。要认识到，新农科建设需关注鲜活的、实在的社会现实问题让新农科变得有力、有效、有用，而不陷入知识精细化、碎片化的窠臼中。深化新农科超学科发展认识教育，需强调以国计民生问题为主线，打破学科、社会、科技间的藩篱，在实现学科耦合基础上，以复杂实际问题为研究支点，推动社会计算学、金融科技学、空间计量经济学、技术哲学等与农科糅合，建设共生相融的新农科生态。通过开展相应认知教育等方式，深化“新农科”超学科发展认识，培养具备超学科发展思维的人才，从而推动新农科超学科的发展服务于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国家战略需求。
3.3.2 建立“新农科”超学科发展研究团队。针对农业发展复杂实际问题，组建自不同学科领域，诸如农业科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不同视角全面系统地分析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集中利用超学科知识生产的优势，组建多学科、跨部门工程，攻关农业卡脖子技术、开发适应新农科与大农业超前发展需求的前沿技术，对于属于较强梯度的高等农林院校，可以着力打造关于农科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特区，发展生物技术与生物农业、人工智能与无人农业、乡村形态与康养农业、人类营养与健康农业[21]等与社会议题紧密结合的交叉课题，从而在形成集中的研究目标基础上，对新农科建设进行深入探索，而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3.3.3 重视“新农科”学术企业的萌生发展。超学科根据问题解决框架设置不同知识域中知识的参与和再组织，形成多层次、多维度、集群式的网状知识群，催发学术企业的诞生。在新农科建设中，一方面，可以积极引入学术企业参与，根据其市场敏感性和创新能力，利用其市场化和盈利性特征，推动新农科研究成果的世纪效用转化，并倒逼农业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超学科发展指引下，学术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起紧密合作关系，大学主体聚焦学术企业灵活的组织方式和网络型结构，破除体制性壁垒，不断扩张大学社会服务通道，以此建立起的知识联盟和多主体协同创新的学科研究体制范式，可以使大学更加适应当前社会的多功能需求。
3.4 培养战略复合型人才，实现新农科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智库支撑
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突显教育、科技、人才彼此促进、融合共生的“集成”逻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高等教育新农科建设，加快培养农林水利类紧缺专业人才”[22]。面向现实急需的新农科人才培育，需明确其培养目标、构建其核心能力并革新其培育路径。
3.4.1 面向强国建设，明确新农科人才培养目标。在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农业发展现实需求情境，赋予新农科建设多重任务。新农科强调培育基础宽固、面向社会、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农业科技人才。不仅要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使其具备出色的组织协调创新能力。不仅需要扎实农业科学基础，将知识技能灵活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推陈出新贡献农业发展新方案。同时，对标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农科建设，还要德育与智育并重，注重其团队合作精神及其社会责任感的培育，传道授业同时，培养其知农爱农、懂农敬农情怀。最终通过人才培育一系列目标的叠加为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建设战略的实现提供强有力人才保障与智库支持。
3.4.2 对标环境需求，锻造新农科复合人才关键能力。“新农科”人才培养是在应用适应性情境中，面向国家战略、服务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跨学科或超学科的异质性人才培养，强调在复杂的问题解决情境中培养学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和农业技术难题并进行多元知识整合、重构、再创新的能力。这种基于“应用范式”的人才培养需走向特色化、多元化，应融入更多的市场性、经济性、应用性逻辑考量，采取市场价值、公共价值、社会价值多元价值融合的开放式教学方式，以多维网状的创新知识系统、不同知识域的异质性知识[23]为主要内容，培养多重能力价值内涵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卓越创新型和复合型科技人才，横向布局集科研、管理、支撑、转化等不同力量人才队伍，培育高质量国家农业战略人才力量。
3.4.3 坚持双重融汇，拓展新农科人才培养路径。面向新农业与大农科，在建立知识生产创新协同网络基础上，秉持“产教+科教”双重融合，实现新农科人才培养的根本变革[24]。需以未来农业发展为导向，聚焦农业科技创新重大任务，聚合科研教育资源，完善科研教学平台，建设区域共享实践基地，通过深入“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人才互流，贯行联合攻关、实战历练理念，建立包含专业教师、科研人员、企业导师等多角色多层次的教学研究团队进行有组织科研。在构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动力机制基础上，形成人才、科研、利益、责任和权利捆绑的共生圈，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同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持续优化高质量科技人才引进、培养、考评、激励等制度政策，通过强化农业科技智库人才的使命性、创新性、复合性等多元特征[25]，带动全国农业科教系统人才成长进步，打造世界农业科技人才高地和创新中心，以高水平科技智库服务农业强国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树国.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1): 1-4, 9.
[2] 石蓉蓉, 吴锦程. 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视角的农科发展的实然困境与应然向度[J]. 中国农业教育, 2020, 21(2): 68-75.
[3] 王琳博, 顾拓宇, 杨林玉.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角下的高校学科建设——兼论西部高等教育学科振兴[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3): 114-124, 128.
[4] 王琳博, 黄俊操. 知识生产模式下地方高校区域性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优化[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4): 115-124, 128.
[5] 高伟航, 王文利. 模式3知识生产情境下日本博士生教育改革实践——以“卓越大学院计划”为例[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6): 77-84.
[6] 新农科建设吹响“开工哨”全国50余所涉农高校发布《安吉共识》[EB/OL]. (2019-06-29)[2023-06-17].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07/t20190701_388410.html
[7] 周学智, 吴小林. 适应新工科发展要求提升学生工程实践素养[J]. 中国高校科技, 2019(Z1): 73-75.
[8] 李金海, 魏玲, 张卓, 翟岩慧, 张涛, 智慧来, 米允龙. 概念格理论与方法及其研究展望[J].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2020, 33(7): 619-642.
[9] 张金丹, 杜运潮. 新文科之何为新、新在哪、如何新——知识生产模式3的视角[J]. 现代教育科学, 2023(3): 1-6, 26.
[10] 张泽云, 王中教. 知识生产模式视角下“新工科”建设的应为与应对[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3, 41(12): 155-160.
[11] CAMPBELL D F J, CARAYANNIS E G. " Mode 3":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from a Knowledge Systems Perspective[M]. 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and Use in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knowledge Clusters. Unknown publisher, 2006: 1-25.
[12] 武学超. 模式3知识生产的理论阐释——内涵、情境、特质与大学向度[J]. 科学学研究, 2014, 32(9): 1297-1305.
[13] CAMPBELL D F J, GUTTEL W H.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firms: research networks and the "scientification" of business R&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5, 31(1-2): 152-175.
[14] 刘宝存, 赵婷.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研究型大学科研生态变革[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1, 19(4): 102-115, 187.
[15] 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J. 'Mode 3' and 'Quadruple Helix': towar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innovation ecosyste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9, 46(3-4): 201-234.
[16]张娜, 许洁. 四螺旋视域下专业出版知识服务平台发展现状及策略[J]. 出版发行研究, 2023(3): 18-24.
[17]黄瑶, 王铭. “三螺旋”到“四螺旋”: 知识生产模式的动力机制演变[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1): 69-75.
[18]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J. Triple Helix, Quadruple Helix and Quintuple Helix and how do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relate to each other?: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a trans-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colog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JSESD), 2010, 1(1): 41-69.
[19]黄瑶, 马永红, 王铭. 知识生产模式Ⅲ促进超学科快速发展的特征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 37(6): 37-45.
[20]HALL K L, VOGEL A L, STIPELMAN B A, et al. A four-phase model of transdisciplinary team-based research: goals, team processes, and strategies[J]. Translational Behavioral Medicine, 2012, 2(4): 415-430.
[21]曲瑛德, 李憑峰, 陈源泉等.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下未来农业学科发展重点领域探讨[J]. 大学与学科, 2023, 4(1): 39-47.
[2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EB/OL]. (2024-01-01)[2023-06-17].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930.htm
[23]朱媛媛.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策略[J].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22(3): 5-10.
[24]林万龙, 金帷. 农业强国背景下新农科建设内涵与路径的再认识[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4(1): 37-43.
[25]张惠娜, 孙显蔚. 科技智库人才能力建构的多元特征[EB/OL]. (2023-03-09)[2023-06-17].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3/t20230309_5602031.shtml.

作者简介：郭舒雅（1997-），女，山西吕梁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政策与管理；何云峰（1973—），通讯作者，男，山西翼城人，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政策与管理；高志强（1964-），男，山西中阳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农业教育管理。
image1.png
17-181t 40 201H£0904E1% 20034Ff5

T L R

ih A AR

i ,

b o

»

7] ‘

i 1

1 asl
- " R

DA Dy ol i 42 JE i) DAL 2% Dy ot sl ———>





image2.png




